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9 月 16 日 星期四文汇学人12
责任编辑/李纯一 licy@whb.cn

刘迪 liudi@whb.cn

说起教书匠 ， 尤其是大学教师 ，

人们的第一印象永远是， 一年有两个假
期， 竟然那么闲。 每到假期， 也经常有
老师出来辩解， 说自己其实很忙。 但谁
信呢？ 一年三个月假期呢！

较之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时
间压榨， 老师们的假期似乎就是社会分
工不充分所遗留下的奢侈品， 让所有人
都羡慕嫉妒恨。 其实众人还不太知道西
方大学中有一种更为奢侈的学术休假
（ Sabbatical Leave / Sabbatical Year）

制度。 据说这一制度源自犹太民族的传
统， 据摩西律法， 每到第七年， 应该停
耕田地， 休养生息。 1880 年哈佛大学
首创学术休假制度， 满七年的教师可以
休假一年。 这一做法也被西方大学所普
遍采用。 在宣称 “失败者才睡觉” 的
24 /7 时代 （乔纳森·克拉里 《24/7： 晚

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老师们的
时间福利就更令人眼红。 要不是因为收
入太少， 恐怕地球上所有聪明的脑袋都
会涌上讲台。 于是， 相对于时间的自
由、 闲适， 清贫确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
必要的代价， 安贫才能乐道。 有穷酸先
生就自我打趣说：

诸公莫说教官穷， 说起穷来
不算穷。 中轿居然安七尺， 上台
也只打三躬 。 老夫子叫人人是 ，

外翰林称个个同。 日上三竿犹未
起 ， 胜他多少磕头虫 。 （《滑稽

诗文》）

晏起的懒觉确实比较多， 但熬夜
也是必不可少的。 不知是为了展示教师
这个职业真的繁忙， 还是为了减少一些
旁人的艳羡目光， 老师们常把熬夜当作
自己的职业标签。 有时白天消磨了大把
时间， 就等晚上喝着咖啡， 充满愧疚感
地试图把白天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但熬
夜却不会让他们的学问变好， 就像巴尔
扎克所说： “很多人认为咖啡可以使人
头脑清楚， 但大家也应该发现， 讨人厌
的人， 喝了咖啡之后反而更令人讨厌。

最后， 即使巴黎的食品杂货店营业到深
夜十二点， 某些作家也没有因此变得更
才华横溢。” （《论现代兴奋剂》）

老师们为什么需要假期？ 1907 年
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在一份报告中写
道： “目前大学普遍建立的授予教授周
期性休假的制度， 不是为了教授本人，

而是为了大学教育……事实上， 在任
何地方， 暑假都是用来休养生息的。 对
于真正的大学教师而言， 学术休假是智
力和实践上的必需。” 说的真是冠冕堂
皇， 定会让时下很多提议取消教师假期
的人更为不满， 都去休假， 指标数据如
何完成？ 但据一份 1932—1936 年清华
大学休假教师成果清单来看， 休假教师
发表率为百分之百， 是当时全国专科以
上教师发表率的 7.1 倍， 是清华全体教
师的 2.6倍 （李红惠 《民国时期国立大

学学术休假制度研究》）。 不知管理者诸
君， 看到这个数据， 会不会考虑强迫老
师去休假了。

大学里教书匠们大多是以学术为

业者， 在职业之外他们选择的其实是一
种“生活方式”（参考阿多的说法，《作为

生活方式的哲学》）， 在马克斯·韦伯看
来， 高校的老师除了专业的基础之外，

还需要一种乐在其中的 “热情”， 需要
那种 “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
狂” （《学术与政治》）。 处在休假状态
的老师们， 怕是片刻也不敢放松自己，

不需扬鞭自奋蹄。 朱自清先生在欧洲休
假时， 屡次做噩梦， 须臾不敢忘记自己
的本分职责： “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
怪的梦。 在其中一个梦里， 我被清华大
学解聘， 并取消了教授资格， 因为我的
学识不足。”

马克斯·韦伯说， 在学术研究领域，

灵感在学术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一点不
比在艺术领域小 。 而灵感如何到来 ？

“想法的来去行踪不定， 并非随叫随到。

的确， 最佳想法的光临， 如伊赫林所描
述的， 是发生在沙发之上燃一支雪茄之
时， 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
论自己的情况那样， 是出现在一条缓缓
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中。” （《以学术为

业》） 这就需要假期了。

其实， 处在加速度状态中的现代社
会， 老师们把假期该有的闲暇状态也丢
掉了。 时间的节奏令人喘不过气来， 老
师们丧失了本雅明所言的深度无聊状
态， 那曾是 “梦之飞鸟”， 是精神放松
的终极状态， 是创造力之源泉。 对于学
者来说， “只有沉思的专注力才能解读
悬浮不定之物， 隐蔽或飘忽即逝之物。

只有停留在沉思之中， 才能进入悠长、

从容的状态”。 （韩炳哲 《倦怠社会》）。

但似乎， 这种安闲在假期里也找寻
不到了。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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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廷梁 （1857—1943）， 字葆良 ，

别字可桴， 江苏无锡人 （民国初年始

以别字行， 本文仍通称裘廷梁）。 今人

通常想到的是他在戊戌维新时期主办

《无锡白话报》 （自第 5 期起更名 《中

国官音白话报》） 的事迹， 而在该报停

办后， 历史的聚光灯便似乎从他身上

彻底移走。 事实上， 裘廷梁一生关注

白话文， 他晚年编定的 《可桴文存》，

专门辟出 “白话文” 一大类， 这一做

法在其侪辈的文集中堪称罕见。 五四

时期， 他与同乡后进钱基博 （1887—

1957） 之间的一场辩论， 也值得从他

这位白话文运动先驱的角度， 再作一

番梳理。

1
920 年， 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

范学校国文教员钱基博编撰成

《语体文范》 一书， 7 月出版后， 于 8

月间便寄赠一册给时已寓居上海的裘

廷梁。 约三个月后， 裘廷梁致信钱基

博， 对该书展开批评。 此次二人往来

信件共计四封 。 1920 年末至 1921 年

初， 裘廷梁的两封信 （总第一、 三封

信 ） 连载于无锡地方报纸 《新无锡 》

的副刊 《新无锡墨林》； 钱基博的两封

信 （总第二、 四封信） 载于无锡的另

一大报 《锡报》。 其间双方所用文体与

讨论主题一致， 即都是用的白话文。

在 《语体文范》 中， 钱基博强调，

白话文也必须重章法、 讲修辞， 因此不

见得比文言文易做。 裘廷梁则视白话文

较文言易做为理所当然、 妇孺皆知， 第

一封信中便对钱的意见感到难以理解。

他强调， 文字本身与其说足以成 “学”，

不如说是 “求学的器具”； 他将文言比

作 “金类的鼎彝”， 白话则为 “磁 （瓷）

类的壶碗”， 虽然瓷器 “有精粗美恶的

不同”， 但粗瓷器 “也一样可以达到他

使用的目的”。 当前国势危殆， “万不

能再用鼎彝”， 国人所亟需者乃 “日用

品 ” 而非高级玩物 ， 故此 “白 ” 进

“文” 退的革新势在必行。

这一思路， 不宜径以简单粗暴视

之， 而是与他在清季的思考实践有明

确的连续性。 如所周知， 晚清以降白

话文运动的通常思路， 是以之为面向

普通民众的教育 “普及” 手段。 裘廷

梁与不少同辈有所不同的一点是， 他

认为中国传统上民众 “读书” 的机会

其实不少 ： “微独士族 ， 商人子弟 ，

尽人而读之 ； 工之子弟读者十七八 ，

农之子弟读者十五六 ， 少者一二年 ，

多或三四年五六年七八年， 年十三四

而后改就他业， 尤多者。” 问题是， 这

种普及流于表面 ， 因读书之后依然

“不通古今， 不知中外， 不解字义， 不

晓文法 ， 商不知角逐 ， 工不知创造 ，

农不知变硗瘠为膏腴”， 这一因 “学究

教法不善 ”， 二因 “中国文义太深 ”，

对于 “文义太深”， 他以为 “设法浅之

而可矣” （《〈无锡白话报〉 序》）。 换

言之， 裘廷梁实是早早将问题要害转

向了多数人读书的 “效益”， 即如何通

过读书产生真正适宜的 “思想”， 以此

指导实践、 强国富民， 而非仅仅考虑

如何将读书的机会与行为本身予以普

遍化。

在此思路基础上 ， 裘廷梁宣称 ：

“进化何恃？ 恃文字。 其与人， 犹衣食

之不可一日离也， 故他国文字， 为布

帛， 为菽粟， 而吾国乃以为珠玉， 固宜

天下之寒饿者多矣。” （《锡山秦氏文钞

序》） “布帛菽粟” 与 “珠玉” 的对比

同前述 “壶碗” 与 “鼎彝” 的对比如出

一辙， 均体现了裘氏对文字文学的十足

工具性的理解。 他且曾对比先秦与秦汉

以后之文， 称 “周秦间善为文者， 皆有

绝类离伦之学， 挽回世运之志”， 之后

历二千年以至今日， 则是 “文愈富而学

愈贫”。 倘要真正改良风气， 便唯有重

新将学习重点从 “文” 这种形式， 移向

“思想” 或 “学” 之类的 “蕴于内者”

（《覆秦淡如先生书》）。

对 “文 ” 的这一态度 ， 与裘廷梁

对 “新学 ” “科学 ” 的热情直

接相关 。 在当时背景下 ， “蕴于内 ”

的 “学”， 无疑应当包括、 甚至有时会

主要指向 “新学”。 戊戌维新阶段， 裘

廷梁即对其时盛行的 “中体西用” 说

明示反感， 讥之为 “以牛为体、 以马

为用”， “不明格致治平之理， 欲前复

却， 坐失时机”， 这一讥讽后来得到严

复的引用 （《复严几道书》）。 其间， 他

尤重可以比附中土格物致知之学的自

然科学， 其推崇 “科学” 的立场之坚

定， 在其侪辈之中应属佼佼者。 在相

当程度上， 这又是基于他对中外历史

的整体理解。 其时， 一种 “U 型” 西

洋史分期， 即辉煌的古典时代—黑暗

的中世纪—近代西方复兴的三阶段分

期， 已经传入中国。 中土趋新知识人

糅合本国历来对上古三代的尊崇与此

种外来分期， 也开始鼓吹辉煌的先秦

时代—消极负面的秦后二千年—有望

化危为机的当前时段这一三阶段的历

史观， 并为各阶段注入新的内容重点。

裘廷梁着力凸显 “秦前三千年 ” 与

“秦后 （有时称汉后———引者注） 二千

年” 在学风与文风上的差别， 后来且

在此基础上， 发展出自成一体的 “国

粹” 论 。 他称 ， 先秦孔、 墨诸子重视

真正的 “格物” 之学， 此为中国真正的

“国粹”； 孔子所谈的 “物” “器” 即是

百姓人人所知之 “物” “器” 而非别有

所指， 只是秦汉以后士人越发轻视器物

与劳力， 专务神秘缥缈之学， 致此 “国

粹” 中绝。 至于西人， 则在数百年前将

西方自己的科学 “国粹” 重新光大， 发

扬至今， 中国倘要再度研求 “国粹”，

眼下便 “不能不假道于西人” （《国粹

论》 《与从侄孙维裕书》）。

要之 ， 裘廷梁以中西各有 “国

粹”， 而科学为中西 “国粹” 的共通之

点， 其动机、 内容与一般抱残守缺者

迥不相侔。 他是基于 “非科学不足言

国防， 非科学不足言生产” 的现实判

断， 意欲打消国人对于文化判分问题

的无尽纠结， 破除国人深入探究近代

科学的思想障碍 。 而尊孔与尊科学 ，

在他这里也是几无矛盾的， 科学在所

必倡， 基于相似的理由， 孔墨孟诸子

学说与 “秦前三千年” 的传统亦无可

诋毁 。 他曾撰文批评顾颉刚 《古史

辨》， 与吴稚晖等人的批评思路类似，

称相比西人用 “科学方法” “发明自

古未有之新器 ”， 顾颉刚却用此方法

“意欲推翻自古相传之古书”， 乃是将

“科学” 用错了地方 （《驳顾颉刚 〈古

史辨〉》）。

此外 ， 裘氏对于新学 、 科学与

“文” 之关系的见解， 尚有早年亲身经

历的刺激 。 晚清无锡曾走出华蘅芳 、

华世芳、 徐寿、 徐建寅等享誉全国的

算学与科学名家。 裘廷梁早岁亦曾得

华蘅芳传授 “天元术”， 华氏 “文字力

求浅显， 如口说”， 令自觉 “驽钝” 的

裘氏 “亦能领悟”。 之后华蘅芳曾特地

为 《无锡白话报》 撰白话文， 介绍加

减法， “其言务求详尽， 人人能解”，

却因报刊篇幅有限未即登载 。 因此

“败兴” 的华蘅芳之后不再供稿 （《题

华若汀遗诗后》）， 这次令裘廷梁深感

遗憾的经历 ， 应也强化了他将 “文 ”

定性为研求推广 “学” 之工具的执念。

不过， 相似的地方经历， 不一定

会导出类同的见解。 钱基博早年在乡

也参与组织过 “理科研究会”， 对自然

科学有过自行研究 ， 但他更视 “文 ”

本身足以成 “学”。 他不否认表达思想

学理这一功能的重要性， 但不认为这

是 “文” 之改革唯一的关键面向。 收

到裘廷梁的批评后， 他在复信中强调

他不至于如一些 “国粹派” 老先生一

样一味保守 ， 可也不会如裘氏一样

“迷信” 白话文， 如同在轮船造好之前

不应舍弃帆船， 在白话文真正完善起

来之前， 他不会赞成废弃文言之论。

事 实上 ， 裘廷梁虽极力主张白话

文 ， 但也没有确证表明他要尽

废文言。 清末时， 他曾与坚决反对白

话文的同乡友人邓濂 （似周） 争辩文

白优劣， 其间提出 “好古者任自为之”

（《〈顨盦集〉 序》）。 五四时期， 在致钱

基博的第二封信中， 裘廷梁所认为的

可以让少数人为之的 “文章 ” “文

学”， 依然主要指向文言。

相比之下， 钱基博对新文化人大

力 “改造” 白话文、 从而让白话文在

担负普及之责以外再主宰 “少数” 文

学高才之领地的意向， 给予了更多关

注， 但对新文化人实现该意向的信心

颇不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 钱、 裘

二人的侧重点其实是错开的： 裘廷梁

一直视 “多数人 ” 福祉与 “少数人 ”

才性的分别为第一位的问题； 而钱基

博则聚焦于 本 身 足 以 成 “学 ” 的

“文”。 表面上看， 裘的立场较小他三

十岁的钱更 “新”； 但实际上二人各有

倾向与洞见。 裘廷梁仍视 “形式” 学

习的投入与 “思想” 更新为 “彼长必

致此消” 的关系， 更重视如何节约前

者， 以为后者腾出空间。 反倒是钱基

博 ， 较多注意新文化人关于白话文

“改造” 本身的思考。

在收到裘廷梁的第二封信后， 钱

基博复信说， 自己的观点是 “语体文

也不容易做”， 却被对方扣上 “反对语

体文……反对普及教育” 的帽子， 只

好无奈地表示 “不说了， 敬祝您老人

家康健”。 同时， 钱基博又致信同乡友

人李康复 （默渊， 1890—1967）， 谈论

此事， 称裘廷梁他老人家 “盛气虎虎”

“真正老当益壮”， 只是对自己存在莫

大的误会。 但钱基博还是说： “现在

地方老辈像他老人家肯拿 ‘教育’ 两

个字做前提来教训我们 ， 狠是不多 ，

无论他的话怎样 ， 他的意思终是正

当。” 钱氏请李康复将此番辩论文字编

入 1921 年的 《无锡县教育会年刊 》，

也肯定了裘廷梁 “作文” 是为了 “试

验思想” 的观点， 认为这种观点有助

于反思当前国文教学中 “咬文嚼字 ”

的弊端。

裘廷梁后来也称， 这场辩论和晚

清时自己与邓濂的辩论内容 、 方式

“绝异”， 但均可供 “治无锡报史、 教

育史之资料” （《〈顨盦集〉 序》）。 这

位白话文运动 “老将” 在五四时期的

思考， 以及地方性辩论中同样复杂的

思路交缠 ， 在今天依然有余音如缕 ，

耐人寻味。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

■

2016 年， 著名历史学家关文发先
生因病于广州辞世， 享年 86 岁。 关先
生是广东南海人， 生于 1931 年， 20 世
纪 50 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 留校任教
后， 长期为本科生、 研究生和进修教师
开设 “中国通史” “明清史专题” “明
清史籍举要” 和 “明清政治制度史” 等
课程， 后又兼任行政领导工作， 在母校
工作三十年， 为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教学
改革、 师资建设和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晚年返回故乡广州， 任华南师大
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兼校学术委员会
委员、 广东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会顾
问等职。 先生为人庄重沉稳 ， 关爱后
学， 不慕荣利， 潜心学问， 深得学界赞
誉。 今年正值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谨以
此文作为对先生的缅怀。

关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史学研究，

尤精于明清史。 在明清政治、 经济、 军
事、 文化诸领域均有涉猎与建树， 而对
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则着力最多， 影响
最大。 其代表作有论文 《试论明代内阁
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试论明代督抚》

《明代翰林制度考述》， 著作有 《明代政
治制度研究》 等。

内阁、 督抚、 翰林， 是明代重要的
三项政治制度。 尤其内阁、 督抚制度创
于明代， 翰林制度虽创自唐代， 但在明
代有重大改作， 三者都是明代政制建构

的基石。 研究三者在明代政治中的职
能、 作用、 地位及发展演变， 是正确解
读与理解明代政治的关键。 正如关先生
在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 中所指出 ：

“明代无论是中央政治体制还是地方政
治体制； 无论是官制还是吏制； 无论是
国家监控体制还是各级官员的管理体
制， 都出现了不少新的重大的变革。 其
中特别是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的
被废除和内阁制度、 总督巡抚的相继创
设； ‘非进士不入翰林， 非翰林不入内
阁’ 的任官体制的奠立， 以及与此相应
配套的庶吉士制度、 观政进士制度、 国
子监生历事制度的形成等， 都无不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色， 并对其后清代政制的
发展产生着巨大的、 直接的影响， 从而
在中国政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对内阁制度的研究中， 关先生针
对明代内阁制度确立的时间问题， 提出
了 “永乐说”。 学界对明代内阁形成的
时间问题有不同认识， 有正统—正德形
成说， 甚至有迟至嘉靖—万历时期的首
辅出现形成说， 关先生认为， 明代内阁
制度有一个萌发、 形成与发展过程， 不
能将票拟或首辅这些内阁成熟的职能、

职位的出现， 作为内阁形成的标志。 关
先生提出， 洪武时期是明代内阁制度的
萌发时期， “洪武朝所设之殿阁职， 尽
管在组织结构上尚未制度化， 其作用亦

未获得充分发挥， 但从事物发展的角度
去看， 它已标志着明代内阁制度已开始
萌发”。 永乐时期是明代内阁制度的形
成时期， 其标志有三个方面。 一是 “从
永乐开始， 已有人数较多的阁臣入值内
廷， ……从而在中枢开始形成一个比较
稳定的机构”， “这便意味着内阁作为
中枢机制， 已由洪武朝的不稳定型向永
久性建置转变”。 二是内阁职能的确立，

“阁臣的主要职责已明确为 ‘参预机
务’， 也就是在不同程度参预了中枢军
国重务的决策”。 三是内阁之名确立 ，

并见诸史乘。 而明代内阁的发展到鼎盛
又 “大致可以划分为仁宣 、 正统至正
德、 嘉靖至万历三个时期”。 通过细致
入微的考证， 关先生厘清了明代内阁研
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对此著名明史专
家南炳文先生予以高度评价， 认为关先
生的这项研究成果， “第一次清晰地叙
述了明代内阁制度萌发、 形成、 发展和
渐趋衰落的全过程”， “显示出作者见
微知著的超常观察力”， “从学术创新
的意义上讲， 无疑这是难能可贵的重大
贡献， 而从解决历史难题的功力讲， 同
样是难能与比的特大手笔”。

在明代督抚制度研究中， 关先生着
重解决了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明代巡抚
的形成问题， 关先生力排旧说， 提出了
明代巡抚制度形成于宣宗说。 关先生指
出： “巡抚作为一项制度应该有一个前
提， 那就是专抚一地和受命官员具有相
对的稳定性， 亦即巡抚官的专设与定
设。 如果以此作为标志去进行衡量， 我
们认为明代巡抚制度的基本形成应在宣
宗时期。” 二是关于总督制度的形成时
间， 关先生指出： “应在景泰至成化年
间， 其标志就是两广总督和三边总制的
先后定设。” 三是关于总督巡抚的体制
归属与历史作用。 关先生否定传统认为
明代的督抚属廷臣而非地方大吏的观
点， 指出明代的督抚具有脱离廷臣身份
向地方大吏过渡的特征。 与清代典型的
督抚体制相比较， 明代的督抚体制有三
个明显的特征： 从 “辖区范围来看， 虽

然尚未完全做到规范化， 但分省设抚，

跨省设督， 到嘉靖时期已经大体上定
型”； “从巡抚和总督的职责与权力来
看， 他们己从单纯的代表中央督察地方
官员， 发展为总领一方， 节制三司， 从
而突破了明初 ‘三司分立’ 的地方政制
格局， 并且与都察院所派出的巡按御史
区别越来越明显， 以致于巡按御史反过
来对督抚 （特别是巡抚）， 像对待其他
地方官员一样实行监控。 各地巡抚普遍
设定后， 虽然都挂上了宪衔， 但其职能
已由中央官向地方大吏转化”； “从巡
抚和总督的任职时间来看， 已从短期的
临时派遣， 发展为长驻久任 ， 开府置
属； 从暂设变为定设、 专设。 这种情况
从宣德朝开始， 一直延续到万历朝并无
改变”。 这一切说明， 明代督抚已经具
有地方大吏的职能与特征， 表明督抚设
置正在向常设性的地方管理体制过渡，

只不过在制度的规范化、 稳定化方面尚
待完善， 该论题研究对于全面认识明代
典章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翰林制度创于唐代， 但在明代产生
了重大变化， 传统研究多关注于翰林的
文书、 咨议以及储才、 育才职能， 关先
生则将其与明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化、

内阁的形成与发展相联系， 揭示了明代
翰林制度的特点。 关先生指出， 翰林与
内阁的关系 ，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从职掌上看， 阁臣的备顾问与制诰敕，

本属翰林学士固有的职责， ……因而初
期殿阁大学士的增设 ， 从组织形式上
说， 是翰臣的入值； 从职责上说， 是对
翰林职官原有职权的一种分割与延伸”；

“从成员上看， 明代阁臣不仅绝大多数
直接来自翰林， 而且在他们入值内阁之
后， 也未完全脱离翰林”； “从官署 、

文移上看， 阁臣所入值的文渊阁 ， 历
来是内府藏贮古今典籍图册之所 ， 一
向归翰林院掌管”。 关先生同时亦揭示
了明代翰林制度的另一重要特点———为
科举入仕者开辟了一条由进士选入庶吉
士， 而达于翰林、 阁臣的途径。 揭示翰
林与庶吉士制度的联系充分体现了关先
生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对明代典制的纯熟
素养。

著名史家叶显恩先生曾经评论 ：

“这三篇专论环环相扣， 对明代几大主
要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考察 ， 探微求
真， 分析绵密， 层层剥笋， 持论中肯，

展现了关先生从事制度史研究的深厚功
力， 从而奠定了关先生在明史研究领域
的重要地位。”

（作者为郑州大学特聘教授）

关文发先生与明清史研究

表面上看， 裘的立场较小他三十岁的钱更 “新”； 但实际上二人各有倾向与洞见。 裘廷梁仍
视 “形式” 学习的投入与 “思想” 更新为 “彼长必致此消” 的关系， 更重视如何节约前者，

以为后者腾出空间。 反倒是钱基博， 较多注意新文化人关于白话文 “改造” 本身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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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廷梁 《可桴文存》，

丁福保题签
▲钱基博 《语体文范》，

吴清望题签

荨裘、 钱二人往来四封信

之 《致钱子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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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裘廷梁与钱基博的白话文辩论


